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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的生育转变进程具有地区层面渐进式的特点，生育转变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时间

和空间上的扩散现象，其中人口迁移流动是重要作用渠道。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数据及省级生育水平数据，构建女性跨省迁移流动中的生育水

平环境变化测量指标，并分析生育水平环境变化与终身生育子女数、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

现，从高生育水平地区迁移流动至低生育水平地区减少了女性的终身生育子女数，迁移流动至低生育

水平地区的经历显著降低了女性发生生育行为的可能性。 这说明生育水平环境变化是迁移流动经历

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 在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的背景下，研究

结论为中国生育水平变化进程中的扩散现象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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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在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
深入认识中国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影响机制对于应对低生育水平问题有重要意义。 中国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迅速完成了生育转变，而计划生育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实现这一转变的

制度原因。 近年来，不少学者更加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认为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

异导致了其在生育转变完成时间上的差异（郑真真，２０２１）。
地区层面的渐进式生育转变是中国生育转变进程的重要特点。 中国幅员辽阔，生育转变

始于部分城市，而后遍及城乡。 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生育率更早迈入更替水平以

下的阶段。 生育扩散理论为理解地区间生育水平变化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联结宏观和微

观的框架。 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观念和行为会受到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Ｔｈｏｍｓｏｎ 和 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８７）；生育观念和行为能够通过人口迁移流动、跨国信息交流等途径

实现跨越空间和社会群体的扩散（Ｃ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２００１）。 已有研究通过分析省级和地市级层面上

的地区间生育水平变化的相关关系，指出中国生育水平变化存在空间和时间扩散效应（韦艳，
２００７；Ｗｕ 等，２０２２）。 然而，基于生育扩散理论解释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实证研究仍然存在

提升空间。 以往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讨论生育扩散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但对其微观层面的

实现方式缺少深入的讨论，且生育扩散理论对认识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理论意义有待进一步

拓展。
本研究将迁移流动①人口作为生育扩散现象的承载群体，对中国生育转变进程中的生育

扩散现象进行微观层面的讨论。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数

据，本研究通过对女性样本构建完整的迁移流动轨迹和生育史，分析其迁移流动过程中所经

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与其终身生育子女数、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生命历程视角考察生

育水平环境对生育行为的形塑作用，可以拓展对生育观念和行为的理解和认识，为生育扩散

现象提供微观层面的解释；将生育转变进程与迅速扩大的迁移流动人口规模相联系，有助于

认识生育水平变化的中国模式，对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２　 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２．１　 生育扩散理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学者们将社会互动纳入生育转型的理论框架之中，提出低生育水

平地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通过人口迁移流动、信息和技术传播等方式实现了向高生育水平地

区的扩散（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 和 Ｗａｔｋｉｎｓ，１９９６）。 这一理论解释始于对欧洲生育转变进程的研究，而
后被广泛用于认识全球生育水平下降的进程。

首先，基于社会互动的生育扩散理论对生育水平变化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不少研究通过

构建历史人口数据为欧洲 １９ ～ ２０ 世纪生育转变进程中的生育扩散现象提供了证据（Ｄａｕｄｉｎ

① 在户籍制度下，“流动”指的是没有涉及户口改变的暂时性跨地区居住地变化，“迁移”指的是离开

迁出地，到居住地落户定居。 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户籍是否变动，因此使用“迁移流动”一词

指代跨区域的永久和非永久的迁移流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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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９）。 西方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通过国际人口迁移流动、信息和技术传播等

方式实现了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形下迅速接纳低生

育率的观念，生育水平迅速下降（Ｃ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２００１）。
其次，生育扩散理论关注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与生育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已有研究

通过使用网络演化和仿真模型模拟人口演化过程，分析了人口结构演化在社会扩散效应之下

所呈现的趋势和特征（Ｋａｓｈｙａｐ 和 Ｖｉｌｌａｖｉｃｅｎｃｉｏ，２０１６）。 也有学者基于经验数据检验个体社会

网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为生育观念和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扩散提供了直接的证据（Ｂａｌｂｏ 和

Ｂａｒｂａｎ，２０１４）。 近年来，生育扩散现象的相关研究也从关注空间视角下宏观生育水平的跨国

扩散逐渐转向关注微观层面上个体生育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决定机制（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等，２００９）。
最后，迁移流动经历是实现生育扩散的重要渠道。 已有研究使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地区间

生育水平的关系，指出人口迁移流动是地区生育水平下降的可能原因（韦艳，２００７；Ｖｉｔａｌｉ 和
Ｂｉｌｌａｒｉ，２０１７）。 Ｄａｕｄｉｎ 等（２０１９）基于 １９ 世纪法国国内铁路乘坐成本给地区间移民规模造成的

外生冲击构建工具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向更低生育水平地区（例如，巴黎）移民的规模越大，该地

区的生育水平下降速度越快，低生育文化的扩散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提供

微观层面的信息，但其指出迁移流动是导致个体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事件，在迁入（流入）
地居住时，个体会受到居住地生育文化和水平的影响，进而调整自身生育观念、决策和行为。
２．２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下的迁移流动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历时性变迁及内在特点表明，从迁移流动角度理解中国的生育扩散

现象重要且必要。
一方面，迁移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是我国过去几十年的主要社会趋势之一。 １９４９ 年

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模式大致经历了自由迁移流动、严格管控和大规模迁移流动 ３ 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城市与乡村的人口管理政策，但是自发性迁移流

动仍然存在。 随着城乡二元户口管理制度的建立，我国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迁移流动，主要

体现为严控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农转非”）。 随着 １９８４ 年《国
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出台，往返于城乡的流动人口规模逐渐扩大。 １９８２
年我国流动人口仅为 ６５７ 万人，１９８７ 年已增至 １８１０ 万人（段成荣等，２００８）。 在沿海地区经济发

展的带动之下，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 １９９２ 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推行，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流动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涵盖大中城市。
２０１２ 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进一步放宽了城市落户限制，从而推动了农村人口在城镇落

户，实现永久性迁移。 时至 ２０２０ 年，流动人口规模已占全国总人口的 ２６．６２％（周皓，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向呈现出从高生育水平地区向低生育水平地区的特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部分城市率先开始生育转变进程，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和避孕技术普及也存

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 尽管全国生育水平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迅速下降，但即便在生育

转变完成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生育水平总体上还是一直低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直至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以后，城乡和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距才逐步缩小。 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向城

市和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动趋势意味着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主要经历了从高

生育水平地区向低生育水平地区的迁移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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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迁移流动经历与生育行为

从个体层面认识生育扩散现象的关键在于分析迁移流动过程中生育水平环境与个体生

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迁移流动的育龄群体可能受到迁入（流入）地生育水平环境的影响，进
而调整自身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但这一问题在以往文献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验证。 大

多数研究仅强调人口迁移流动是实现生育水平跨地区扩散的重要途径，但是并没有关注到个

体的迁移流动经历在生命历程中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因此，有必要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进
一步深化对迁移流动经历和生育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

随着学界对迁移流动研究的深入以及生命史和纵贯社会调查的普及，迁移流动人口研究

逐渐将关注点从迁移流动状态或特定迁移流动行为转向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迁移流动轨迹。
对于迁移流动经历，以往研究仍存在不足。 首先，以往研究仅关注迁移流动次数或迁移流动

距离等特征，忽略了个体在迁入（流入）地的居住经历，无法深入讨论生活环境变化对个体生

育意愿或行为的影响。 按照生育扩散理论，不仅仅是迁移流动行为本身，迁入（流入）地的生

育水平环境也会对迁移流动个体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其次，讨论迁移流动经历和生育行为

的关系不仅需要检验在生命历程中累积的生育水平环境和终身生育子女数的关系，也要明确

迁移流动行为和生育行为二者的时间次序，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体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和

个体生育行为的关系。 在个体生命历程中，迁移流动行为和生育行为是系统性决策的结果：
迁移流动经历会影响生育行为，反之生育行为对迁移流动行为也可能存在影响（吕利丹、赵翔

宇，２０２２）。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第一，个体在迁移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生育水平

环境变化和个体终身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第二，个体在迁移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

生育水平环境变化是否会影响个体后续生育行为？
３　 数据、变量与方法

３．１　 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个体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大型长期追踪调查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开展基线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以区县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对 ４５ 岁及以上的居

民进行调查，样本覆盖全国随机抽取的 １５０ 个区县的 ４５０ 个村（居）委会，调查应答率超过

８０％。 到目前为止，ＣＨＡＲＬＳ 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对基线样

本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在 ２０１４ 年对中老年人进行了生命历程专项调查，通过回溯的方法记录

受访者自出生以来的生活经历。
本研究关注女性在 ０～４９ 岁的迁移流动经历与其终身生育子女数及生育行为之间的关

系，使用省份层面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测量生育水平环境的变化。 考虑到生育水平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 １９４９ 年之后出生的女性①。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

① 本文同样对男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迁移流动经历导致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和男性终身生育

子女数及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较为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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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于解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两个优势：其一，这一调查的对象为中老年人，样本中大部分

女性已处于育龄期末或已结束育龄期，可以考察其终身生育水平；其二，这一调查记录了个体

自出生以来每一年的迁移流动事件以及迁入（流入）地的位置信息，这为构建生育水平环境

变化指标提供了可能。 经过数据清理后，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７０９７。
地区层面的生育水平数据主要包括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 分省份的出生率数据由 ２ 个

部分构成：１９９０ 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自《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分省份的总和生育率数据由 ４ 个部分构成：１９４９～ １９７５ 年数

据采用 Ｃｏａｌｅ 和 Ｌｉ（１９８７）的测算结果；１９７６～２０００ 年数据来自我国国家统计局与美国东西方

中心（２００７）编写的《中国各省生育率估计：１９７５ ～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数据采用尹文耀

等（２０１３）的测算结果；２０１１ 年及其后的数据则使用《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中的相关数据

进行插补估计。 对于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存在缺失的部分年份，进行线性插补；对于经历了

合并或拆分的省份（例如，重庆、海南等），采用原来所属省份的生育水平进行插补。
３．２　 变量

本研究采用两种分析策略：第一，考虑到迁移流动行为和生育行为在生命历程中是系统

性决策的结果，本研究在个体层面上以出生以后至调查年份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为自变量，
分析个体生命历程中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终身生育子女数之间的关系；第二，考虑到迁移流

动行为和生育行为之间的时间交错性，本研究还通过构建个体－年份的面板数据（对应的样

本量为 ２５１９５８），分析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这两种分析策略互为补

充，能够对基于迁移流动历程的生育扩散解释框架进行较为完整的检验。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终身生育子女数和生育行为。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设

置了子女信息的问题模块，通过追溯的方式询问受访者每个子女的性别、出生日期等社会人

口学特征，包括在世亲生子女、过世亲生子女以及过继子女，可以实现个体与其子女信息的匹

配。 终身生育子女数是个体在 ４９ 岁或调查年份时已生育子女的总数。 生育行为是基于个体

发生生育事件的年份构造的二分类变量，若在某年份发生了生育行为，则赋值为 １，否则，赋
值为 ０。

核心自变量是个体由于迁移流动所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以生育水平暴露指数来衡

量。 相应变量的处理方式是估计个体居住地和出生地的生育水平差异，以反映其在生命历程

中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的相对变化，其中，生育水平以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两种方法分别衡

量。 借鉴社会网络研究的分析思路，本文以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迁移流动轨迹为基础，测量其

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的历时性变化，具体设定如下：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ｊｔ ＝ＢＲｉｋｔ－ＢＲｉｊｔ （１）

在公式（１）中，ＢＲｉｋｔ为个体 ｉ 在年龄 ｔ 时居住地 ｋ 的生育水平，ＢＲｉｊｔ为个体 ｉ 在年龄 ｔ 时出

生地 ｊ 的生育水平，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ｊｔ为二者的差值。 对于个体在某一段时期内所处的相对生育水平

环境，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ｊ（ ｔ，ｔ ＋ｍ） ＝ ∑
ｔ＋ｍ

Ｔ ＝ ｔ

（ＢＲｉｋＴ － ＢＲｉｊＴ）
ｍ

（２）

在公式（２）中，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ｊ（ ｔ，ｔ＋ｍ）为个体从年龄 ｔ 到 ｔ＋ｍ 这个时间段内所经历的生育水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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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变化。 如果个体从出生起没有经历过迁移流动，那么这一指数为 ０；如果个体从高生育水

平地区迁移流动至并一直居住在低生育水平地区，那么这一指数为负，反之，则为正。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的自变量构建以省份为单位，主要针对不同省份之间的生

育水平差异展开分析。 在构建生育水平环境变化指标时，本文对迁移流动的操作化定义为

“离开出生省份、有 ６ 个月以上跨省居住经历”。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通过询

问受访者“从您出生起，第 ｎ 个居住时间超过 ６ 个月的区县是在哪里？”，记录了受访者自出生

以来所有居住时间超过 ６ 个月的区县的行政区划代码。 本文据此生成个体自出生以来每年

的居住地①，构建省级层面上的个体居住史。 对应于两种分析策略，本文基于两种设定构建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一种设定认为，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对生育行为存在持续影响，在这种设定

下，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以出生省份为参照，按照公式（２）测量个体在 ０～４９ 岁所经历的生育水

平环境变化；另一种设定认为，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持续有限的时间（例如，
１ 年、３ 年、５ 年），在这种设定下，生育水平暴露指数按照公式（２）测量个体在育龄期一段时期

内所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
这一测量思路在社会扩散相关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 社会网络研究提出了使用社区层

面上的特征作为个体社会网络特征的近似值。 例如，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等（２０００）使用美国社区中不同

种族人口的比例近似测量个体在所居住社区中的联系可及性（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其基本思

路是，如果所居住地区中与自己相同种族的人口比例越高，考虑到同种族社会互动的可能性

越高，那么理论上个体在社区内的社会连接越多。 个体迁移流动过程中，在某一地区居住的

时间越长，和当地居民发生社会互动的可能性越高，进而在计算个体生育水平暴露指数时，当
地生育水平所占权重也越高。 图 １ 报告了分出生年份的经历迁移流动的个体所占比例以及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中能够看出，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经历迁移流动以及跨

省迁移流动的个体所占比例波动上升（见图 １ａ），而其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则呈现波动下降的

趋势（见图 １ｂ）。 尤其是在 １９７０ 年之后出生的个体中，经历迁移流动以及跨省迁移流动的个

体所占比例迅速上升，而其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为负，并且迅速下降。 可能的原因在于改革开

放以来，由中西部地区迁移流动至东部地区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
主要控制变量为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个体的出生地类型、出生时户口性质、出生队

列、民族、初婚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农转非”经历。 此外，伴随迁移流动经历的生育水平环

境变化并非影响生育行为的唯一因素，个体所处的生育水平环境还存在以下两个层面的选择

机制：
首先，个体的迁移流动行为具有选择性，迁移流动行为可能导致婚姻推迟或者生活不稳

定（例如，夫妻分居），从而降低生育意愿、抑制生育行为。 这意味着，迁移流动次数越多，终
身生育子女数越少。 另外，基于户口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导致人户分离的流动群体难以享受居

住地的福利待遇，也增加了其在迁入（流入）地的生育和养育成本。 因此，本文将迁移流动次

数、人户分离年数和跨省居住年数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对于受访者的每一次迁移流动经历，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个体存在某一年发生两次迁移流动行为的可能性。 本文将两次迁移流动行为之

间的居住地作为个体在这一年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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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询问了原因，具体包括 １３ 个类别①。 基于个体迁移流动

的轨迹和原因，本研究划分出 ４ 种迁移流动类型：“无迁移流动经历”“婚姻 ／ 家庭迁移流动”
“教育 ／ 工作迁移流动”和“其他原因迁移流动”。 “婚姻 ／ 家庭迁移流动”指一半以上年数的迁

移流动是由于婚姻和家庭原因；“教育 ／ 工作迁移流动”指一半以上年数的迁移流动是由于上

学和就业原因；其他情形划入“其他原因迁移流动”。

图 １　 分出生年份的经历迁移流动的个体所占比例及生育水平暴露指数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Ｂｉｒｔｈ Ｙｅａｒ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１９９０》《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中国各省生育率估计：１９７５ ～ ２００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中

相关数据，以及 Ｃｏａｌｅ 和 Ｌｉ（１９８７）、尹文耀等（２０１３）的相关测算结果绘制。 后文图表资料来

源同图 １。

其次，对于从欠发达地区迁移流动至发达地区的个体，其生育行为可能会受到迁入（流
入）地生活成本而非当地生育水平的影响。 迁入（流入）地相较于迁出（流出）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生育和养育成本也越高，个体的生育行为越有可能受到抑制。 因此，本研究构建相

对人均消费水平指标以降低迁入（流入）地的选择性偏误。 这一指标基于个体居住地所在省

份和自己出生地所在省份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异来生成。 各省份人均消费水平通过人均消费

支出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１９４９～２０１４ 年各省份 ＧＤＰ 中的居民消费支出除以各省份当年

年中人口数②。 表 １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①

②

迁移流动原因的 １３ 个类别包括：上学 ／ 毕业 ／ 退学、结婚 ／ 离婚 ／ 分居、异地工作（不包括参军）、异

地照顾家人、逃荒 ／ 逃难、返乡、参军 ／ 退伍、随父母 ／ 配偶 ／ 子女搬迁、整村搬迁 ／ 拆迁、下放 ／ 下放返

城、知青下乡 ／ 知青返城、购房、其他原因。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年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年中人口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年中人口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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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均值（标准差）

／ 百分比
变量

均值（标准差）
／ 百分比

终身生育子女数（个） ２．４４１（１．４２７） 初婚年龄（岁） ２１．９０８（３．１８５）
生育行为（个体－年份样本） ６．３９％ 受教育程度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基于生育率） ０．０１６（０．４８４） 　 文盲 ２４．７４％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基于总和生育率） ０．００３（０．０８２） 　 小学 ３９．３３％
出生地类型 　 初中 ２４．７０％
　 农村 ７９．９６％ 　 高中 ７．１０％
　 城市 ２０．０４％ 　 大学及以上 ４．１３％
出生时户口性质 “农转非”经历

　 农业户口 ９０．３８％ 　 无 ９１．０１％
　 非农业户口 ８．７４％ 　 有 ８．９９％
　 统一居民户口 ０．８９％ 迁移流动次数（次） ０．５２１（０．９９９）
出生队列 人户分离年数（年） ８．１２５（１３．０７２）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 年 ３０．９７％ 跨省居住年数（年） １．８６０（７．１６３）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 １７．６７％ 迁移流动类型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年 ２３．８１％ 　 无迁移流动经历 ８９．４７％
　 １９６６ 年及以后 ２７．５５％ 　 婚姻 ／ 家庭迁移流动 １．１０％
民族 　 教育 ／ 工作迁移流动 １．１１％
　 汉族 ９３．０７％ 　 其他原因迁移流动 ８．３１％
　 少数民族 ６．９３％ 相对人均消费水平（千元） ０．０９３（０．８００）

３．３　 方法

在第一种分析策略中，因变量为终身生育子女数，本研究采用出生地固定效应（地市级层

面）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排除出生地区差异给生育扩散效应估计带来的干扰。 采用泊

松回归模型是因为生育子女数服从泊松分布。 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ｇ（Ｙｉｊ）＝ β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ｊ＋γｉｊＣｉｊ＋αｊ＋εｉｊ （３）

公式（３）中，Ｙｉｊ为出生在地区 ｊ 的个体 ｉ 的终身生育子女数；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ｊ表示自出生以来的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β 为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变量的待估参数；Ｃｉｊ为控制变量向量，γｉｊ为控制变

量的待估参数向量；αｊ 为出生地固定效应，εｉｊ为随机干扰项。
在第二种分析策略中，因变量为生育行为，关键自变量为过去 ｍ 年（ｍ＝ １、３、５）个体居住省

份和出生省份的年均生育水平差异，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生育行为

的分析需要考虑生育水平环境变化的内生性问题。 尽管本研究控制了迁出（流出）省份和迁入

（流入）省份之间的相对人均消费水平，但仍然存在其他作用机制，原因在于个体跨省迁移流动

行为具有内生性。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为出生所在地市是否临近其他

省份。 如果出生所在地市处于省份交界处，本研究对每个个体分别构建过去 １ 年、３ 年和 ５ 年邻

近省份和出生省份的年均生育水平差异；如果出生所在地市不处于省份交界处，则定义工具变

量取值为 ０。 对于出生所在地市临近多个省份的情况，本研究赋予每个邻近省份相同的权重。
这一工具变量法假定，个体如果出生于省份交界处，那么更可能发生跨省迁移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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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析结果

４．１　 描述性分析结果

图 ２ 展示了 １９４９ 年及之后出生的女性在 ０～４９ 岁的跨省迁移流动经历。 从中能够看出，
跨省迁移流动集中在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之间。

图 ２　 １９４９ 年及之后出生的女性在 ０～ ４９ 岁的迁移流动模式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Ｉｎｔｒ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０ ｔｏ ４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ｆｏｒ Ｐｏｓｔ⁃１９４９ Ｃｏｈｏｒｔｓ

注：图 ２ａ 展示的是以省份为单位的迁移流动模式，其中，对角线表示省内迁移流动，其

他为跨省迁移流动；图 ２ｂ 以网络的方式展示了迁移流动频率在 ２０ 人次及以上的省际连接，
连接线的宽度代表迁移流动人次、箭头表示迁移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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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距离来看，跨省迁移流动多发生在邻近省份之间，例如，广东和周边中西部省份之

间以及江苏、浙江和周边省份之间。 此外，跨省迁移流动具有双向性。 虽然从中西部省份向

东部省份迁移流动的人次更高，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东部省份迁移流动至中西部省份。
可能的解释是，生命历程中的跨省迁移流动并非具有永久性，也存在返迁返流的现象。 在所

有的迁移流动人次中，２７．４％是从外省返迁返流至出生省份。
表 ２ 展示了在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为零、正、负的 ３ 种情境下样本女性相关生育指标的情

况。 结果显示，与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为正的女性相比，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为负的女性人户分

离和跨省居住年数更少，初育年龄更大，终身生育子女数更少。 可见，有迁移流动经历且主要

方向为从高生育水平地区到低生育水平地区的女性更可能晚生育、少生育。

表 ２　 分生育水平暴露指数类别的女性相关生育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Ｂｉｒ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ｂ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生育水平
暴露指数

百分比
（％）

人户分离
年数（年）

跨省居住
年数（年）

初育年龄
（岁）

终身生育
子女数（个）

　 ＝ ０ ８９．５７ ５．９７１ ０．０００ ２３．１７７ ２．４３６
基于出生率
　 ＜０ ５．０４ ２０．５２３ １４．２１６ ２３．３９８ ２．３４４
　 ＞０ ５．３９ ２７．６５７ ２１．４４４ ２３．２０６ ２．４４８
基于总和生育率
　 ＜０ ５．５１ ２０．４０７ １３．６９０ ２３．３９８ ２．３４８
　 ＞０ ４．９２ ２８．４７１ ２２．７２５ ２３．１９０ ２．４５３

４．２　 对终身生育子女数的回归分析

表 ３ 报告了以终身生育子女数为因变量的固定效应泊松回归模型结果。 生育水平暴露

指数的测量采用了基于出生率和基于总和生育率的两种方案。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分别展示了

这两种方案的估计结果。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终身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个体在 ０～ ４９ 岁之间所居住省份的出生率相较于其出生省份的出生率

平均每年每增加 １ 个单位，其终身生育子女数会多 ０．０８４ 个（见模型 １）。 个体在 ０ ～ ４９ 岁之

间所居住省份的总和生育率相较于其出生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年每增加 １ 个单位，其终

身生育子女数会多 ０．４９８ 个（见模型 ３）。 上述分析结果是基于生育水平暴露指数的原始数据

计算的，没有考虑到地区之间和地区内生育水平的长时期变化会导致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存在

队列和时期差异。 鉴于此，本研究对生育水平暴露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首先在省份层面上

计算每年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标准化 Ｚ 分数，然后构建标准化生育水平暴露指数①。 模型 ２

① 标准化生育水平暴露指数虽然排除了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队列和时期差异带来的混淆影响，
但却忽略了各省份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方差的影响。 例如，如果地区间生育水平差距较大（方差

较大），那么跨地区的迁移流动经历意味着个体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比较显著，根据生育扩

散理论，个体生育行为改变的可能性也较大；相反，如果地区间生育水平差距较小（方差较小），那
么跨地区的迁移流动经历意味着个体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较为有限，个体生育行为改变的

可能性也较小。 换言之，个体所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与地区间生育

水平的实际差距密切相关。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分析过程仍然基于依据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计

算的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同时控制出生队列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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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型 ４ 展示了相关估计结果，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表 ３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终身生育子女数的固定效应泊松回归模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ｉｒｔｈｓ

变量
基于出生率 基于总和生育率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 　 ０．０８４∗∗∗ 　 ０．４９８∗∗∗

（０．０２２） （０．１３５）
标准化生育水平暴露指数 　 ０．３３９∗∗∗ 　 ０．３０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５）
出生地类型（参照组＝农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出生时户口性质（参照组＝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统一居民户口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４）
出生队列（参照组＝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 年）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年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１９６６ 年及以后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民族（参照组＝汉族）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初婚年龄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小学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初中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高中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大学及以上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农转非”经历（参照组＝无）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迁移流动次数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人户分离年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跨省居住年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６ 期 范新光　 盛　 禾　 迁移流动经历与生育行为：基于生育扩散理论的分析 ９５　　　

续表３

变量
基于出生率 基于总和生育率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迁移流动类型（参照组＝无迁移流动经历） 　 　 　 　 　 　
　 婚姻 ／ 家庭迁移流动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教育 ／ 工作迁移流动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其他原因迁移流动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相对人均消费水平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出生地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注：①∗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后表同。 ②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后表同。

个体的迁移流动经历还具有多样性，同一个体可能在低和高生育水平的地区都有过居住

经历。 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将自变量替换成个体在低和高生育水平地区的居住年数，分析其

与终身生育子女数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模型 ５ 和模型 ７ 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基于

出生率还是基于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低生育水平省份居住年数和终身生育子女数之间都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低生育水平省份多居住 １ 年分别意味着终身生育子女数减少 ０．０１３ 个

（基于出生率）和 ０．０１４ 个（基于总和生育率）。 模型 ６ 和模型 ８ 的结果显示，基于出生率来衡

量，在高生育水平省份多居住 １ 年意味着终身生育子女数增加 ０．０１４ 个，基于总和生育率来

衡量，在高生育水平省份多居住 １ 年意味着终身生育子女数增加 ０．０１２ 个。

表 ４　 跨省居住年数和终身生育子女数的固定效应泊松回归模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ｉｒｔｈｓ

变量
基于出生率 基于总和生育率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低生育水平省份居住年数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高生育水平省份居住年数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样本量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注：表中模型均已纳入主要控制变量以及出生地固定效应，后表同。

本研究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之后的样本在调查时点（２０１４ 年）
上仍然处于育龄期内，存在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 １９６５ 年及之前出生

（２０１４ 年的年龄为 ４９ 岁及以上）的个体，对主要结果进行重复检验后发现，生育水平暴露指

数的回归系数有所变大，但统计显著性几乎相同。 此外，将构建生育水平暴露指数的迁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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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历限定在 １５～４９ 岁、控制配偶的迁移流动经历和社会人口学特征后①，模型分析结果依

然没有太大变化②。
４．３　 对生育行为的回归分析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迁移流动中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终身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但这种汇总分析难以解决迁移流动行为和生育行为之间的时间次序问题，因此，本研

究进一步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 由于迁移流动经历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一定在短期

内发生，故本研究试图探讨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 借鉴社会扩散相关研究，本研究将自变量

设定为过去 １ 年、３ 年和 ５ 年的平均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因变量为个体在给定年份是否生育子

女，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③。

表 ５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生育行为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Ｂｉｒｔｈ Ｅｖｅｎｔｓ

变量
基于出生率 基于总和生育率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

　 过去 １ 年 　 ０．３１８∗∗∗ 　 ４．８０５∗∗∗

（０．１１３） （１．３２７）
　 过去 ３ 年 　 ０．５１４∗∗∗ 　 ６．４００∗∗∗

（０．１１２） （０．９０３）
　 过去 ５ 年 　 ０．６４５∗∗∗ 　 ７．２４８∗∗∗

（０．１１１） （０．７２５）
样本量 ２５１９５８ ２５１９５８ ２５１９５８ ２５１９５８ ２５１９５８ ２５１９５８

　 　 本研究分析发现，不同时间跨度设定下的生育水平暴露指数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

相关关系。 生育水平暴露指数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个体过去迁移流动至生育水平高于出生

地生育水平的地区，提高了其在当年生育子女的可能性。 设定的时间跨度越大，生育水平暴

露指数的回归系数越大，表明个体迁移流动过程中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对个体的生育行为存

在长期的影响。 基于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估计边际效应能够更直观地反映这点。 例如，如果

个体过去 １ 年所居住省份的出生率比出生省份的出生率高出 １ 个单位，那么其在当年生育子

女的可能性会提高约 ３．４％；如果个体过去 ５ 年所居住省份的平均出生率比出生省份的出生

率高出 １ 个单位，那么其在当年生育子女的可能性会提高约 ７．４％。

①

②

③

基于家户单位匹配夫妻样本，能够计算样本内每个个体自结婚以来异地分居的时长以及配偶生

育水平暴露指数等变量，本研究进一步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重新估计女性生育水

平暴露指数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稳健。
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呈现稳健性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展示完整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和生育水平暴露指数之间显著相关，说明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

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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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４ 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数据，基于女性迁移流动轨迹的完整信

息，检验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经历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对终身生育子女数和生育行为的影

响。 研究发现，从高生育水平地区至低生育水平地区的迁移流动经历减少了个体的终身生育

子女数。 以往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地区之间生育水平的内在关联，但缺少在个体层面上

对这一内在关联的微观机制的考察。 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迁移流动过程中的生育水

平环境变化是迁移流动经历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 此外，本文的分析表明，在讨

论迁移流动行为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需考虑到迁移流动行为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

过程。 返迁返流普遍存在，个体在生命历程末期很可能“落叶归根”。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分

析表明，女性迁移流动经历导致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对其生育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这为生育

水平环境变化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如何理解上述研究发现背后的机制？ 通过梳理迁移流动经历影响生育行为的途径，本研

究认为社会扩散效应是其中重要的路径，特别是迁移流动过程中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 在迁

移流动过程中，个体会在居住地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发生新的社会互动，并会受到当地生育文

化的影响，而个体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的生育行为之间可能具有内在的联系。 社会环境和生

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不少经验证据的支持。 例如，Ｂａｌｂｏ 和 Ｂａｒｂａｎ（２０１４）从个体层面

出发对生育行为是否在社会网络中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朋友的生育经历会提高个体生

育的可能性；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和 Ｋｌäｒｎｅｒ（２０１４）指出，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对生育子女数、生育意愿和

行为存在多方面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尽管并没有为生育扩散理论框架提供基于社会网络和

互动视角的直接证据，但是为理解中国生育转变进程以及当前低迷的生育意愿提供了社会扩

散角度的启示。 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在线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发展，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

可能进一步推动了低生育观念的扩散（Ｗｉｌｄｅｍａｎ 等，２０２３）。 除物理意义的人口迁移流动这

一社会扩散途径之外，虚拟空间的信息传播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社会扩散也可能存在助力

作用。
已有研究指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是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针对低

生育率现象与人口政策调整，学界也努力“在分歧中寻找共识”，试图为人口政策未来的进一

步优化提供学理支持（王军、刘军强，２０１９）。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一方面，需要重视提升

发达地区的生育意愿和降低发达地区的生育成本，考虑到社会扩散的途径，这一举措对其他

地区将具有溢出效应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从制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生育成本、提升流动人

口的社会福利水平，有助于延缓流动人口改变自身生育观念、接纳低生育文化的步伐，对提升

整体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理想情况下，研究应当对个体的社会网络和互动

进行直接观察或者深度田野访谈，从社会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迁入（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

互动如何形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这将是以后研究推进的方向。 其次，由于本研究

使用的数据主要包含已经完成生育的群体，因此并没有覆盖 ２１ 世纪之后才进入育龄期的群

体，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生育行为的社会扩散现象在新时期是否有新的变化。 尤其是

１９８０ 年之后出生的队列，他们是近十几年来生育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群体且目前尚未结束



９８　　　 人口研究 ４８ 卷

育龄期。 作为补充分析，本文对出生队列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并未发现生育水平暴露指数

和生育行为的关系在不同队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生育行为的社会扩散

现象具有跨队列的稳健性。 不过，出于谨慎考虑，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近十几年来生育

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是否依然成立，仍然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在户籍制

度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是否存在差异化的生育行为社会扩散现象也是值

得深入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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